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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22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2.0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值为23.97

万亿元，比2021年增长10.5%，继2009年后我国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然

而，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不高的事实尚未改变(吕越和邓利静，2020)，如何提高企

业出口产品质量是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对外开放

水平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向服务领域。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 ， 我 国 服 务 业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金 额 9 0 6 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 6 . 7 % ， 占 全 部 利 用 外 资 的

78.9%，比2012年提高30.7%。服务业外资作为制造企业的重要投入，将极大地影响

下游制造业企业生产(苏丹妮和盛斌，2021)。获取先进技术是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的途径之一，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会为这种技术付费，获得先进技术的一种间

接方法是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内生增长理论强调，外国直接投资是高端技术从发达国

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主要方式之一(Chenaf-Nicet  & Rougier，2016)。另外，随着

我国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的消失，外部环境红利逐渐成为主要的贸易优势，营商环境

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我国幅员辽阔，地理、历史、文化、经济发展和政府干

预程度的不同，不同省份之间的营商环境差异较大。

摘 要：本文以中国 2000~2013 年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我国服务业外资管制
放松对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机制，结果表明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可以
提高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机制分析表明，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可以通过
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服务中间投入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且对外部资本依赖更强
和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更高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更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股权
限制和审核审查类型的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更明显，服务业外
资管制放松对外资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更突出，并且服务业外
资管制放松的正效应受到营商环境的非线性影响，即只有当营商环境超过阈值时，完
善的营商环境才能强化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的正效应。本文为我国如何利用服务业外
资来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以及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供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资管制放松；出口产品质量；融资约束；服务中间投入；营商环境
中图分类号：F741/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72(2024)02－0040－16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营商环境与
出口产品质量

doi:10.16060/j .cnki. issn2095-8072.2024.02.003



41

王 欢 黄胜强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营商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

随着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的可获得和出口产品质量的可测度，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因素近年逐渐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一些学者分别从贸易自由化

( 李长英等，2022； Amiti  et  al .，2007)、 数字贸易(张国峰等，2022)、服务贸易自由

化(王欢，2023)等角度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其中，刘晓宁(2021)

对我国2000~2013年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测度，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

现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

就外资影响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而言，现有文献关于外资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关

系尚不明确。一方面，外资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从而提高企业的出

口产品质量，但另一方面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也使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这些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较低，因此，外资引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总体影响很难确定

(Anwar & Sun，2018)。部分学者认为，外资可以为制造企业提供效率更高、更多种

类的中间要素，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正向促进作用。彭书舟等(2020)从产业关联

的视角出发，提出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可以通过降低服务中间品成本、提高服务中间

品种类来提升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引发的竞争效应

可能会挤出东道国企业(Herzer，2012) ，不利于东道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郭

家琳和李颖明(2018)提出随着外资的流入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呈“U”型变化趋

势。Liu et  al .(2022)提出外资的进入加剧了国内企业的竞争，降低了国内企业对新产

品质量的投资动机，从而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一些学者就营商环境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如徐铭阳和马远(2023)

提出完善的营商环境有利于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刘宏等(2020)提出营商环境

是外资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但裴长洪(2016)认为当一国国内营商环境较差

时，比如，契约执行力度不够或者效率较低时，反而会倒逼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而不

是内销，即不良的营商环境反而会促进企业的出口。刘 晴等(2017)认为企业的出口与

外部营商环境没有太大关系。

综 上 所 述 ， 现 有 文 献 关 于 外 资 对 制 造 业 出 口 产 品 质 量 的 影 响 其 研 究 结 论 并 不 一

致，且较多文献是从制造业外资流入的视角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研究，而从服务业外

资管制放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文献较少，且鲜有文献涉及营商环境在其影响

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视角创新，将服务业外资管

制放松、营商环境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统一纳入分析框架，为充分理解服务业外资管

制放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促进效应提供了系统性证据。(2)机制创新，本文提出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服务中间品使用两个机制影响制造业出

口产品质量，并进一步研究对不同金融依赖度和不同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3)

采用多种方式对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指标和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进行测度，使研究结

论更可靠。(4)本文不仅采用了传统的工具变量法，还采用了异方差工具变量法和组

内差分法，在解决内生性问题方面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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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制分析

下面首先对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进行梳理。

我 国 中 小 企 业 融 资 困 难 是 阻 碍 企 业 出 口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 企 业 出 口 需 要 大 量 成

本，这些成本无法从留存收益或内部现金流提供，比如，相应的固定成本(原材料购

买和固定资本设备等)或可变成本(冰山成本、运输成本、经营管理和沟通成本等)，因

此，部分企业出口需要依赖外部资本。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可以使更多服务业外资流

入中国，可以缓解企业面临的资金缺口。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通过以下几种渠道缓解

企业的融资约束。首先，金融服务业外资管制的放松，使东道国金融服务部门开放度

提高，可以提高东道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改善企业外部融资环

境，东道国制造业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外部资金，缓解东道国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

其次，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使更多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建立外资企业或者中外合营企

业，与本土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营企业往往拥有更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水平，

更 具 有 竞 争 力 ， 被 认 为 对 当 地 银 行 和 金 融 机 构 更 有 吸 引 力 ， 可 以 更 容 易 进 行 企 业 融

资，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再次，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营形式的商业存在可以缓解企业与

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更有利于企业获得金融融资。由于企业创新需要持

续注入大量资金，资金不足是限制企业持续创新的主要原因(段华友等，2023)，通过

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使更多外部资金注入东道国企业，资金支持企业可以持续进行

研发创新活动，进而提高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Héricourt  & Poncet，2009)。另外，

企业有足够的资金承担出口所需要的成本，企业会选择进入国际市场，通过出口带来

的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借以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由此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假说1：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可以使制造业企业使用更多的服务中间投入品。首先，从供

给视角来看，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可以使国外服务要素和服务中间品以较低价格进

入东道国市场，使制造企业可以较低的成本使用更多种类的服务要素和服务中间投入

品，而服务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要素，为制造业嵌入更多的“高级要素”。服务要

素位于“微笑曲线”的两端，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核心价值，服务比产品更加难以超越

和模仿，服务业将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引入生产过程中，是制造业持续竞争力的主

要来源(刘志彪，2005)，进而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其次，从需求视角来

看，更多种类和更高质量的服务要素进入东道国，增加了制造业企业对服务中间投入

品数量的需求和质量的要求(Antoniades，2015)，制造业企业使用更多差异化的服务

中间投入品，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最后，由于产业链上下游的关联效应，制

造业企业被要求进口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国外服务中间投入品，满足整个生产链条

对高质量要素的需求，进口服务中间投入品通过将其所包含的知识和技术通过制造过

程转移到产品中，既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又提高了出口产品质量。由此提出如下理

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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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2：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通过提高服务中间投入品的使用来提高企业的出口产品
质量。

下 面 进 一 步 对 营 商 环 境 在 服 务 业 外 资 管 制 放 松 影 响 出 口 产 品 质 量 过 程 中 的 作 用

进行梳理。一方面，营商环境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营商环境是外国投资者在进行外

商直接投资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Bevan & Estr in，2004)。法律、法规、市场

环境、相关政策等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进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决策。另一方

面，营商环境会影响国际贸易的开展。营商环境可以广泛地定义为经济环境的各个方

面 ， 如 基 础 设 施 、 法 律 和 金 融 环 境 、 微 观 和 宏 观 政 策 以 及 “ 不 受 单 个 企 业 控 制 ， 但

影响一个国家的贸易成本、贸易便利化和可靠性”的社会因素(Carl in & Seabright，

2008)。营商环境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机制和企业的利润与成本进而影响企

业的出口产品质量。营商环境可以改善融资约束机制，企业融资越难，其创新的动机

就 越 弱 ， 营 商 环 境 的 改 善 可 以 缓 解 融 资 约 束 问 题 ， 促 进 企 业 研 发 投 入 ， 改 善 企 业 的

产品质量(罗长远和陈琳，2011)。另外，营商环境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明显大于国内贸

易，相对于国内贸易而言，国际贸易将面临更高交易风险，完善的营商环境可以降低

贸易的交易成本，企业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研发投入，促进企业产品升级；完善的营商

环境可以作为出口的比较优势(Acemoglu et  al .，2007)，促进企业出口，使企业获得

更多出口利润，并将更多的资本用于企业研发等，进而提高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营商环境会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完善的营商环境会吸引外商投资，外资企业

倾向于在营商环境较好的国家进行投资。良好的营商环境意味着政府为外资企业在跨

境贸易和纳税方面提供破产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适当的商业监管和法律制度保障

(Contrac tor  e t  a l .，2020)，会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激发企业竞争行为，

提高出口产品质量。而较差的营商环境会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Sabir  & Zahid，

2012)，营商环境水平较低意味着政府审批繁琐、法律法规不明确、市场准入壁垒较

高、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和基础设施不健全等现象，这会阻碍外商的投资行为，限制外

资 企 业 的 进 入 ， 并 且 阻 碍 企 业 的 竞 争 ， 可 能 导 致 研 发 成 果 被 仿 制 和 侵 权 等 行 为 的 出

现，不利于企业创新和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因此，营商环境水平的高低对服务业外

资进入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由此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假说3：完善的营商环境可以强化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的正效应，且存在非线性特征。

三、特征事实分析

( 一 )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的事实描述

图 1 呈 现 了 2 0 0 0 ~ 2 0 1 3 年 我 国 服 务 业 外 资 管 制 放 松 平 均 值 的 变 化 趋 势 。 从 中 可

见，我国整体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水平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0.2255上升到2013

年的0.4605，增幅为104.21%。OECD数据库所提供的FDI管制指数(FDI Index)，通

过研究FDI的四种主要限制来衡量一个国家FDI的限制性，包括：(1)股权限制；(2)审

查审核限制；(3)自然人流动限制；(4)其他经营限制。从四种不同类别的服务业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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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制 看 ， 总 体 上 都 呈 现 增 长 或

持 平 的 趋 势 。 其 中 ， 其 他 经 营

限 制 和 自 然 人 流 动 的 管 制 放 松

水 平 较 高 ， 几 乎 没 有 限 制 ， 一

直 呈 水 平 趋 势 。 审 查 审 核 和 股

权 限 制 水 平 在 2 0 0 4 年 之 前 管 制

水 平 逐 年 放 松 ， 2 0 0 4 年 以 后 呈

水平趋势和较高的开放水平。

( 二 ) 制造业出口产品

质量的特征事实

图2呈现了2000~2013年我

国 制 造 业 出 口 产 品 质 量 的 平 均

值 变 化 。 从 中 可 以 看 出 ， 我 国

制 造 业 出 口 产 品 质 量 整 体 呈 上

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0.5103

上 升 到 2 0 1 3 年 0 . 5 2 3 8 ， 增 幅

2.65%。其中，2008年、2009

年 和 2 0 1 2 年 有 下 降 的 趋 势 ， 这

可能与受到2008年和2011年金

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制造业出口数量降低相关。

四、计量模型、变量和数据说明

为了检验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

模型：

                  (1)

其 中 下 标 f 、 m 、 d 、 p 、 t 分 别 表 示 企 业 、 制 造 业 行 业 、 目 的 国 、 省 份 、 年 份 ；

Qualityfdpt为f企业t年的出口到d目的国p产品的质量；FDI_sermt为服务业外资开放渗透

率；X为控制变量合集；σfpd为企业-产品-目的国固定效应；σm为行业固定效应；σt为

年份固定效应；ɛfdpt为随机扰动项。

1. 出口产品质量

参 考 施 炳 展 和 劭 文 波 ( 2 0 1 4 ) 的 做 法 构 建 的 质 量 决 定 模 型 ， 假 设 生 产 者 的 效 用 函

数为：

                                         (2)

图 1 2000~2013 年我国服务业 FDI 管制放松
平均值变化趋势图

图 2 2000~2013 年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
平均值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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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λj、qj表示产品的种类和数量，σ＞1，表示产品间的替代弹性，由此得到下

式对应的价格指数：

                                                                          (3)

以及企业 f出口的产品p的数量：

                                            (4)

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如下计量回归方程：

lnqfdpt = χdt -σ lnpfdpt + εfdpt                                                   (5)  

以时间-目的国效应χdt代替价格指数Pdt和消费指数Edt，残差项εfdpt=(σ-1)lnqfdpt 包含出

口产品质量信息。由于产品价格和产品质量相互影响，为了克服内生性，本文选取企

业f对其他国家(除了m国)出口产品p的平均价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IV-2SLS估计，通

过回归得到产品质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6)

若已知产品替代弹性的数值，则可以根据公式(6)计算出产品的质量。本文采用

Broda & Weins te in(2006)中所估算的73个国家HS3分位产品的替代弹性值，根据下

式得到产品的标准化质量：

                             (7)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服务业外资管制开放渗透率(FDI_Ser)，并根据服务业外资管

制指数计算我国各服务部门的外资开放程度。①服务业外资开放程度见式(8)，其中，

FDI_res为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数，该值越大表示管制程度越高；FDI_open表示服务业外

资的开放程度，该数值越大表示服务外资开放程度越高。

　                                        (8)

由于需要考察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联系，本文通过投入产出表计算出制造业对

服务行业的依赖程度，即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渗透率。参考张艳等(2013)，计算服务业

外资管制放松渗透率如式(9)：

                             　    (9)

其中，αmst为服务业s行业对制造业m行业的投入比例，采用完全消耗系数表示。②

① 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数来源于OECD数据库，由于该数据库提供的FDI服务管制指数只包括1997年、2003年、2006年以及2010年之后
的每年数据，而本文数据采用2000~2013年数据，因此，针对OECD缺失年份数据，本文采用平移法，即2000年、2001年FDI服务
管制指数数据使用1997年的FDI服务管制指数，2002年和2004年FDI服务管制指数数据使用2003年的FDI服务管制指数数据，2005
年和2007年FDI服务管制指数数据使用2006年FDI服务管制指数数据，2008年和2009年FDI服务管制指数数据使用2010年FDI服务管
制指数数据。

② 完全消耗系数的计算公式具体如下：Serij=αij+∑k=1nαikαkj+∑s=1n∑k=1nαisαskαkj....，其中Serij代表制造业j的服务化水平，第一项代表制
造业j部门对于服务业i部门的直接消耗量，第二项为制造业部门j通过部门k对服务部门i所产生的第一轮间接消耗，以此类推，直
到实现第n轮间接消耗。测算方法可以用矩阵表示为: B=(I-A)-1-I，其中B为完全消耗系数矩阵，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I为同阶
单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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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变量

控 制 变 量 包 括 以 下 6 个 ： ( 1 ) 企 业 规 模 ( Scale) ， 采 用 企 业 的 销 售 产 值 取 自 然 对 数

表示。(2)企业利润率(Profit)，采用营业利润与销售产值的比值表示。(3)企业生产率

(TFP)，TFP=ln(y / l)-sln(k/ l)，其中y为企业销售收入， l为企业职工人员平均数，k为企

业固定资产规模， s为资本在生产中的份额，设定为1/3。(4)行业竞争水平用赫芬达

尔指数(HHI)表示。(5)由于关税政策也会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在控制变量中引

入行业产成品关税(Tariff_Output)，本文根据Brandt  e t  a l . (2017)提供的HS代码同我国

CIC四位行业代码的转换表，将产品层面关税对应至行业层面，将四位行业下的产品

关税进行简单平均，得到我国行业层面的产成品进口关税。

4.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得到

相关数据，由于2010年工业企业数据缺失较多，本文剔除了2010年数据。第一步，

进行数据清理工作。本文参考聂辉华等(2012)剔除无效数据。再次，根据会计核算准

则，删除不符合常规样本。第二步，合并数据。通过对比两个数据库的信息，按照企

业名称和年份进行匹配，再按照企业电话号码后7位和企业邮编进行匹配，两次匹配

的并值，保留匹配成功的制造业企业样本，共得到9447376个观测值。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 基准结果分析

首 先 ， 检 验 回 归 是 否 存 在 多 重 共 线 性 ， V I F 均 小 于 1 0 ， 表 明 模 型 不 存 在 多 重 共

线。本文采用逐步回归

法 进 行 回 归 ， 表 1 汇 报

了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

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

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第 ( 1 ) 列 未 添 加 任 何 控

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第

( 2 ) 列 添 加 控 制 变 量 ，

第 ( 3 ) ~ ( 5 ) 列 逐 步 加 入

年 份 、 行 业 和 企 业 - 目

的 国 - 产 品 层 面 的 固 定

效应，从回归结果看，

核 心 解 释 变 量 显 著 为

正 ， 表 明 我 国 服 务 业

外 资 管 制 放 松 提 高 了

表 1 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4) (5)
Quality Quality Quality Quality Quality

FDI_Ser 0.0982*** 0.0755*** 0 .6850** 0.1390*** 0.174**
(0.0012) (0.0014) (0.2770) (0.0054) (0.0795)

Scale 0.0004*** 0.0029* 0.0028*** 0.0002***
(7.78e-06) (0.0017) (3.63e-05) (0.0001 )

Profi t 0.0049*** 0.0115*** 0.0112*** 0.0129*
(0.0018) (0.0018) (0.0018) (0.0071)

TFP 0.0066*** 0.0112*** 0.00 16* 0.1200**
(0.0010) (0.0010) (0.0010) (0.0511)

HHI -0.0019*** -0.0018*** -0.0012*** 0.0003**
(1.69e-05) (0.0004) (1.68e-05) (0.0001)

Tariff_Output 0.0044*** 0.0023 0.0039 0.0007
(5.99e-05) (0.0054) (0.0043) (0.0020)

年份固定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产品–
目的国固定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447,376 9,447,376 9,447,376 9,447,376 5,112,646
R2 0.0010 0.0030 0.0080 0.0500 0.7390

注：其中括号内数字为回归系数的标准差，***、**和*分别表示
回归通过1%、5%和10%的显著性检验。标准误聚类到行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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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其中，分析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发现，随着企业规模增加、企

业利润和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从行业层面的控制变

量看，行业竞争有利于提高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产成品关税的系数为正，但并不显

著，产成品关税下降，一方面使更多国外产品进入国内产生竞争效应，并使本国企业

滞留在价值链的底端，另一方面，竞争环境的加剧有利于本国企业创新和产品质量的

提高，因此，产成品关税下降不一定会影响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何欢浪等，2021)。

( 二 ) 稳健性分析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1)采用Bernini  & Tomasi(2015)提出的需求份额-价格回归法来估算中国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lnSfpdt - lnSp4dt =σlnuvfpdt +əlnnsfpdt +δdt +δfp +εfpdt                       (10)

式(10)中，f、d、t、p、p 4分别表示企业、目的国、年份、HS6位码产品类别以

及HS4位码产品类别，p为p4的子类别；δdt为目的国-年份效应；δfp为企业-产品效应，

εfpdt为干扰项。回归得到 为企业f出口的产品p的质量。下面是式(10)中各变量的具

体计算公式。其中Sfpdt为中国企业f在t年向d国出口的HS6产品p的广义市场份额，S p4dt

为中国企业f在t年向d国出口的HS4产品p4的广义市场份额，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11)

                                    (12)

其中，ExNumfpdt为中国企业f在 t年向d国出口HS6产品p的总额； ImNumChinap4dt为d

国在t年从中国进口的HS4产品p 4的总额。 ImNumwordp4dt为d国在t年从世界各国进口的

HS4产品p4的总额。

式(10)中uvfpdt为中国企业f在t年向d国出口的HS6产品p的单位价值，数据来自海

关 贸 易 数 据 库 ， nsfpdt为 中 国 企 业 f 在 t 年 向 d 国 出 口 的 H S 6 产 品 的 狭 义 份 额 ， 计 算 公 式

如下：

                           (13)

其中， ImNumChinapdt为d国在 t年从中国进口的HS6产品p的总额； ImNumwordpdt为d

国在t年从世界各国进口的HS6产品p的总额。得到上述变量后，采用其他企业t年向d

国出口的HS6产品p的价格均值作为uvfpdt的工具变量，同时，选用同一家企业t年向d国

出口的不同HS6产品种类数作为nsfpdt的工具变量，按照式(10)进行IV估计，可以获得

企业-产品-目的国-年份四个维度下的产品质量指数Quality。

(2)替换产品替代弹性，利用σ=3重新测度企业出口产品质量。(3)采用Broda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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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提供的15个非WTO成员国家的出口供给弹性作为产品的替代弹性。(4)以出口

产品价格作为产品质量的替代变量作稳健性检验。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核心

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基准回归结论依旧成立。

2. 替换解释变量

( 1 ) 采 用 我 国 历 年 服 务 行 业 实 际 外 资 额 取 对 数 作 为 服 务 业 外 资 管 制 放 松 水 平 ，

数额指标经第三产业GDP指数平减后取对数值，并通过公式(9)计算服务业外资管制

放松渗透率。(2)用直接消耗系数替代完全消耗系数，计算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渗透

率。回归结果见表2，结果依旧稳健。

表 2 稳健性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Bernini & Tomasi 
(2015)的需求份
额–价格回归法

σ=3 出口供
给弹性 产品单价 实际利用服

务FDI金额

直接消耗系数
测度FDI管制
放松渗透率

FDI_Ser 0.0298*** 0.3700*** 0.3070* 7.0120*** 0.0056* 0.0047***
(0.0094) (0.0643) (0.1800) (0.5610) (0.0031) (0.000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130,085 5,112,646 5,112,646 5,112,646 5,112,646 5,112,646
R2 0.8409 0.7390 0.7702 0.9080 0.7390 0.7390

3. 内生性问题

(1)传统工具变量法

本文采用我国337个地级市到最近港口距离的对数作为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的工

具 变 量 。 一 方 面 ， 城 市 离 港 口 的 距 离 越 近 ， 表 明 该 城 市 的 贸 易 自 由 化 越 高 ， 其 服 务

业的开放水平越高，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城市离港口的距离与制造业

出口产品质量没有直接关系，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此外，为了排除制造业开

放水平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本文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制造业外资管制放松

(Man_FDIopen)的变量。 ①表3第(1)列所列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显著为正，且工具

变量通过了相关的识别检验。

(2)异方差工具变量法

为了进一步解决内生性问题，借鉴Lewbel(2012)的异方差工具变量方法，如果内

生变量与其他外生变量进行回归的残差是异方差，则用该残差与去中心化的外生变量

的乘积可以作为有效的工具变量。表3第(2)列所列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

(3)组内差分法

通过组内差分法可以消除一部分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

文借鉴Jayaraman & Milbourn(2012)通过组内差异法考察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变量

通过差分变化后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第(3)列，其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

① 制造业外资管制放松指数来自OECD数据库，并通过减去制造业外资限制指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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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内生性估计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到最近港口的距离 异方差工具变量法 组内差分法
Quality Quality △Quality

FDI_Ser 0.4950*** 1.3010***
(0.0274) (0.2010)

△FDI_Ser 0.0215**
(0.0087)

Man_FDIopen 0.0171
(0.015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 17.888
[0.0000]

6966.049
[0.000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统计量 17.849
{16.38}

 4612.067
{16.38}

样本量 5,112,646 5,112,646 2,593,599
R2 0.0060 -0.0110  0.2170

注：方括号内的值是P值，花括号内的值是弱工具变量识别检验10%的临界值。

( 三 ) 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就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的管制类型、企业所有制、要素密集度等方面进行

异质性检验。

1. 服务业外资的限制类型

为了检验不同类型的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不同影响，本文进一步

将服务业外资的管制类型加以细分为股权限制、审查审核、自然人流动和其他经营限制

等四个指标，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从中可发现不同类型的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

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都有提升作用。其中， 股权限制和审核审查服务外资管制放松对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最显著，主要原因为：其一服务业外资股权限制往往是为

了保护东道国企业的独立经营，防止与本国经济命脉相关的服务业被过高比例外资所有

和控制，服务业外资股权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国企业的独立经营，但是服务业外

资股权限制比例过高，会降低服务业外国投资的积极性，减少服务业外资流入带来的正

效应。放开服务业外资股权比例的限制，国外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比例提高，更多的服

务业外资进入东道国，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有效缓解企业资金不足问题，使更多资

金用于企业的研发和提高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其二，服务业外资审核审查放松可以降

低 企 业 的 准 入 门 槛 ， 进 一 步 放 松 市 场 准 入 管 制 ， 优 化 投 资 环 境 ， 吸 引 服 务 业 外 资的

流入，进而提高企业的出口

产品质量。由于服务业外资

股权限制和审核审查限制是

限制服务业外资流入的主要

原因，因此这两项限制措施

的放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的影响最大。

表 4 不同服务业外资限制类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４)

服务业外资限制类型
股权限制 审核审查 自然人流动 其他经营限制

FDI_Ser 0.0381*** 0.0148*** 0.0073 0.0118
(0.0048) (0.0041) (0.0336) (0.035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112,646 5,112,646 5,112,646 5,112,646
R2 0.7390 0.7390 0.7390 0.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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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所有制

根据企业所有制将企业划分为国有、外资及私营企业，并分类进行回归。表5的回

归结果表明，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高于国有企业和

私营企业。首先，外资企业在母国拥有更成熟的使用服务中间品的技术，当服务业外资

管制放松时，其对下游外资企业的效益作用更强；其次，由于外资提供商与外资企业可

能来自同一国家，双方拥有相同的商业文化和习俗，这种文化相似性可以在服务要素的

使用以及后续企业生产中融合度和匹配度更高，对企业提高其产品质量更显著；最后，

我国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相较于私营企业而言需要更多的服务要素，与私营企业相比，

我国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果更强。

3. 行业要素密集度

本文根据制造业行业要素密集度将其划分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

型行业。估计结果见表5的第(4)~(6)列。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资本密

集型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高于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原因主要在于

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大量的技术和资金，行业资金周转慢，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会缓

解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资金缺口，企业可以有更多资金提升企业技术，从而促进出口产品质

量的升级；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和知识所占比重大，科研费用高，外资的进入可以带来先

进的设备和技术来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而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使用劳动力较多，对资金和

技术的依赖程度低，服

务业外资管制放松使更

多外资企业进入东道

国，产生竞争效应，可

能会将传统的劳动密集

型企业挤出市场，不利

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的提高。

( 四 ) 机制检验

1. 企业融资约束

为了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说1，首先对企业融资约束机制进行检验。

                       (14) 

               (1 5)

           (16)

借鉴金朝辉和朱孟楠(2022)的方法计算企业融资能 力指标，采用利息支出率、商

业信贷、清偿比率、流动性比率、盈利能力5个指标反映企业融资能力， ①并利用主

表 5 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企业所有制 要素密集度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私营
企业

劳动
密集型

资本
密集型

技术
密集型

FDI_Ser 0.2280*** 0.2320*** 0.1590* -0.0584 0.4920** 0.2080***
(0.0352) (0.0142) (0.0877) (0.0557) (0.1530) (0.023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99,907 2,431,806 988,159 199,907 2,431,806 988,159
R2 0.7480 0.7430 0.7680 0.7480 0.7430 0.7680

① 其中采用利息支出与资产总值之比表示利息支出率；采用应收账款与资产总值之比表示商业信贷；采用所有者权益与总负债之比
表示清偿比率；采用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表示流动性比率；采用营业利润与资产总值之比表示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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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分析法，将其合成一个综合指标，该指标数值越高，表示企业融资越容易，其受

到的融资制约力越弱，企业获得资金的能力越强。结果见表6，其第(1)列的核心解释

变量的系数为正，表明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表6第(2)列的

核心解释变量和融资约束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可以通过缓

解融资约束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由于企业出口需要大量的固定成本和

可变成本，出口商比国内生产商更依赖外部融资，如果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可以缓解

融资约束，那么对于外部资本依赖性更强的行业，其所受到的外资管制放松的影响更

大。本文借鉴齐俊妍和向柑霖(2020)的方法计算行业层面的外部金融依赖度(efdm)，将

融资约束和外部金融依赖度变量的交互项引入模型(16)中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的第

(3)列，其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渠道

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对金融依赖度更强行业的提升更加显著。

2. 服务中间投入

为了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说2，下面进一步对服务中间投入机制进行检验。

                   (17) 

             (18)

     (19)

本文选用企业“制造费用的中间投入”“管理费用的中间投入”“营业费用的中

间投入”和“财务费用”的总和取自然对数后作为制造业企业的服务中间投入( Ser_

input)，结果见表6第(4)列，其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正，表明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

提高了企业对服务中间投入的使用。将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与服务中间投入的交互项

进行回归（见表6第(5)列），其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通

过提高服务中间投入品的投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由于制造业服务化的水

平越高，制造业对服务要素的需求量越大，本文将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与服务中间投

入和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三项的交互项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的第(6)列，其系数显著为

正 ， 表 明 服

务 业 外 资 管

制 放 松 通 过

提 高 服 务 中

间 品 的 投 入

提 高 企 业 的

出 口 产 品 质

量 ， 且 制 造

业 服 务 化 水

平 越 高 的 行

业 促 进 作 用

越强。

表 6 影响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融资约束机制 中间服务投入机制
Finance Quality Quality Ser_Input Quality Quality

FDI_Ser 0.0957*** 0.3630*** 0.3830*** 0.9460*** 0.3020*** 0.2930***
(0.0126) (0.0025) (0.00251) (0.0917) (0.0569) (0.0570)

Finance 0.0007***
(0.0001)

Finance×efdm 0.0003**
(0.0001)

Ser_Input 0.0042***
(0.0004)

FDI_Ser×Ser_
Input×Servitization

0.1300***
(0.018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908,910 4,908,910 4,908,910 2,132,089 2,132,089 2,132,089

R2 0.5140 0.7380 0.7370 0.0660 0.0440 0.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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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拓展分析 : 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

( 一 ) 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

本 文 借 鉴 杨 仁 发 和 魏 琴 琴 ( 2 0 2 1 ) 从 宏 观 经 济 环 境 、 市 场 环 境 、 基 础 设 施 和 政 策

环境构建指标体系，并将4个指标通过熵权法合成一个综合营商环境指标。将营商环

境指标(BE)以及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和营商环境的交互项(FDI_Ser×BE)引入基准模型

中(见式(20))。由于营商环境是省份层面的变量，故本文进一步控制省份层面的固定

效应。回归结果见表7。表7第(1)列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第(2)列加入控制变

量，第(3)列加入固定效应，第(1)~(3)列中营商环境和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的交互项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完善的营商环境可以强化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的正效应。为了检

验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是否具有非线性，通过将营商环境的平方项与服务业外资管制

放松的交互项(FDI_ser×BE2)加入到模型中(见式(21))，回归结果见表7第(4)列，从中

可见FDI_ser×BE2的系数显著为正，而FDI_ser×BE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营商环境可以

强化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的正效应，且存在非线性影响，本文的假说3成立。

    (20)

    (21)

表 7 地区营商环境指标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Quality Quality Quality Quality

FDI_Ser 0.1380*** 0.1350*** 0.1740*** 0.1790***
(0.0017) (0.0019) (0.0067) (0.0067)

BE -0.0099*** -0.0113*** -0.0099*** -0.0129***
(0.0002) (0.0003) (0.0007) (0.0009)

FDI_Ser×BE 0.0635*** 0.0754*** 0.0835*** -0.1140***
(0.0017) (0.0022) (0.0041) (0.0061)

FDI_Ser×BE2 0.0125***
(0.0019)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447,376 9,447,376 5,110,283 5,110,283
R2 0.0010 0.0030 0.7400 0.7400

( 二 ) 营商环境调节效应的异质性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可 以 简 化 审 批 流 程 ， 取 消 前 置 证 明 ， 提 高 审 批 效 率 ， 以 及 强 化 监

督检查等，减少企业的寻租行为，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防止出现恶性竞争等不良现

象。营商环境可能对不同性质的企业、不同技术密集度行业的调节作用不同。本文将

制造业行业分为高端技术行业、中低端技术行业， ①并将企业性质划分为本土企业和

外资企业，然后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8。结果表明，完善的营商环境对高端

① 高端技术产业包括通用设备、交通运输、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通信电子、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化工医药等行
业；中、低端技术产业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橡胶、塑料、非金融矿物、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和金属制
品等行业、食品加工制造、饮料、烟草、纺织、服装、皮革、木材、家具、造纸、印刷和文体用品及其他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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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行业、外资企业的服务业

外资管制放松的正向调节作用

更强。相对于中低端技术行业

而言，高端技术行业对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和创新环境的要求

更高，其更容易受到营商环境

的影响。本土企业规模较大，

计划性较强，经营机制和管理

制度相对僵化，而外资企业的

经营方式较为灵活，创新性更

强，价格更多的是由市场机制

决定，其对市场机制和外部环境更加依赖。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结论：(1)我国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可以提高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2)

异质性检验发现，股权限制和审核审查类型的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出口产品质量的

提升更强，我国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外资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

促进作用更明显。(3)完善的地区营商环境可以强化服务业外资的正效应，且存在非

线性的特征。(4)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服务中间投入来提高

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且对金融依赖度更高的行业和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更高的行业的

促进作用更强。

基于上述分析与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为了提高制造业出口产品的

竞争力，我国应该继续加大引入高质量的服务业外资，优化外资引入的环境，通过资

本的引入缓解我国金融依赖型行业缺少资本的现状，更好地发挥服务业外资带来的技

术溢出效应，提高本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水平。(2)监管部门应适度放开我国对服务

业外资的股权限制水平，放宽外资准入，持续推进服务业外资使用的便利化。完善我

国服务业外资审查制度和流程，减少繁琐的程序，使服务业外资审查更加便利化，降

低服务业外资进入我国的时间和审查成本，更好地发挥服务业外资对我国制造业企业

质量升级的作用。(3)稳定的政治环境、完善的法律体系、健全的金融市场等能够加

强服务业外资对企业质量的提升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服务业外资对制造业升级的促

进作用，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外部营商环境是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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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 Deregulation in Service Industry,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xport 
Product Quality

WANG Huan1 & HUANG Sheng-qia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2. School of Customs and Economic and Trade 

Research, Shanghai Customs Institute, Shanghai 20120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and China’s Customs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13 as samples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foreign capital deregulation in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on export product quality,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eign capital deregulation in service 
industry can improve export product quality.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eregul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in service industry can improve export product quality by alleviating the fi nancing constraints and improving 
the use of service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export product quality in industries with stronger 
reliance on external capital and higher level of servitization is more signifi can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equity restrictions and audit review type of service industry foreign capital deregulation on export product 
quality enhancement is more significant, service industry foreign capital deregulation on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export product quality enhancement is more signifi cant, an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foreign capital deregulation to improve the non-linear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at is, only whe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exceeds the threshold, the perfect business 
environment can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oreign investment deregulation in service industries. This 
paper provid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 on how to utilize foreign investment in services to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create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Keywords: foreign deregulation; export product quality; financing constraints; intermediate service inputs; 
business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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